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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中存在为数不少的监察和公安司法机关管辖不规范问题， 被监察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等提出管辖异议也是较为常见的现象。 但是除 《庭前会议规程》 以外， 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赋予被追诉人

的管辖异议权。 从实证现状来看， 无论是在监察调查还是刑事诉讼中， 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的管辖异议

并未受到重视， 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虚置状态。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中管辖异议制度的缺失既违背了程序公正的

基本要求， 侵犯了被监察调查对象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诸多权利， 也会导致社会公众难以接受裁判结果等

诸多弊端。 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应该赋予被监察调查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 明确

规定提出管辖异议的主体、 期间以及方式； 审查管辖异议的机关和管辖异议成立应承担的程序性法律后果须区

别对待； 进一步明确和限定 《监察法》 《刑事诉讼法》 以及司法解释中关于监察和公安司法机关管辖裁量权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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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管辖原本是诉讼法上的概念， 是指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依照法

律规定立案受理刑事案件及人民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① 但在国家创设监察体制之后， 监察机

关承担了公职人员涉嫌的职务犯罪的调查， 这样监察机关就自然成为享有刑事管辖权的主体之一。
而 “管辖是启动案件处理程序的基础， 监察权、 侦查权、 审判权等公权力均需通过管辖来获得运行

的合法性。”② 但笔者通过检索北大法宝案例库以及实证调研， 发现实践中存在为数不少的监察以及

公安司法机关管辖不规范问题， 被监察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提出管辖异议也是较为常见的

现象。 而 “管辖正确与否关系到整个刑事追诉的容许性问题。 管辖错误必须得到纠正， 方可保障国

家刑罚权的正确行使。”③ 显然， 被监察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是纠正管

辖不规范的有效途径。 但是， 除 ２０１７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

　 　 　 　

—５１１—

∗

①
②
③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行刑’ 衔接视野下的企业合规研究” （２２ＡＦＸ０１３） 和广东省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人民
检察院 ２０２２ 年度委托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胡铭主编： 《刑事诉讼法学》，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１０１ 页。
叶青、 王小光： “监察委员会案件管辖模式研究”， 《北方法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５ 页。
王一超： “刑事诉讼管辖的 ‘不确定’ 危机及矫正———兼对管辖制度价值的检讨”， 《财经法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０１ 页。

法学家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ｔ Ｎｏ.１， ２０２３

DOI:10.16094/j.cnki.1005-0221.2023.01.008



程 （试行）》 （以下简称 《庭前会议规程》） 中第 １１ 条赋予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案件管辖提出异

议的权利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 《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 （以下简称 《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 《监察法实施条例》）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２０２０ 年） （以下简称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人民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２０１９ 年） （以下简称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２１ 年， 以下简称 《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
等中均没有赋予被监察调查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当事人管辖异议权。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

因， 实践中监察和公安司法机关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 并未予以足够重视， 通过管辖异议纠

正管辖不规范的现象较为少见。
有鉴于此， 本文首先对实践中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以及管辖不规范问题进行类型

化分析， 然后论证立法上赋予被监察调查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管辖异议权的必要性及其制

度设置。

一、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中管辖异议的实践形态

虽然除 《庭前会议规程》 之外， 其余所有的法律与司法解释中并没有赋予被监察调查对象、 犯

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当事人管辖异议权， 但是 《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 第 ２２８ 条第 １ 款、 《庭前

会议规程》 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中均规定， 是否对案件管辖有异议， 庭前会议中主持人可以向控辩双方

了解情况， 听取意见。 很显然， 该款规定主要是针对辩护方而言的， 因为公诉方审查起诉后将案件

移送法院审理， 其前提条件是认为法院当然享有管辖权。 之所以管辖异议是庭前会议需要解决的首

要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审判实践中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管辖异议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 对

此， 从北大法宝案例库中进行类案检索也可得出上述结论。 下文中对于普通犯罪与职务犯罪中管辖

异议的实践形态， 进行分类化描述。
（一） 普通犯罪中被追诉方管辖异议的实证现状

与职务犯罪相比， 对于普通犯罪中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管辖异议， 判决书中的应对方式存在较

大差异。 对此， 笔者以 “管辖异议” 为关键词， 检索北大法宝案例库中刑事诉讼中的类案， 剔除职

务犯罪中管辖异议案件， 共搜集到 ３５９ 起。④ 下文中对上述裁判文书回应管辖异议的不同方式进行

分类化描述。
１. 审查管辖异议的法院或者上级法院以指定管辖的名义或者方式予以处理

一半左右的管辖异议案件， 审查异议的法院或者上级法院以指定管辖的名义或者方式予以处

理。 （１） 审理法院通过报上一级法院甚至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由后者通过指定管辖的方式处理管辖

异议， 该种方式较为常见。 《庭前会议规程》 第 １１ 条指出：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案件管辖提出异

议，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院不宜行使管辖权的， 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处理。 该条规定成为实

践中受案法院处理管辖异议的主要依据。 通常法院审查管辖异议之后， 如果认为存在管辖权争议，
往往会报上一级人民法院或者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处理， 由后者作出具体的指定管辖决定， 最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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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北大法宝案例库， 检索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以上案例数只是管辖异议中的一部分， 因为针对
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的管辖异议， 判决书中关键词的表述并不一致： 如 “管辖权异议” “提出本院没有管辖权” “管辖异议” 等。



　 　 　 　 　管辖的法院往往依然是原审理法院。 如谢某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案、⑤ 彭某某交通肇事

案、⑥ 陈冬、 李剑良等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⑦ 高某故意伤害案；⑧ （２） 受案法

院直接以案件属于指定管辖为由予以驳回。 有些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的管辖异议， 审理法院

本来就是因指定管辖才享有管辖权的， 此时法院均是在庭前会议中直接以指定管辖为由予以驳

回， 这也是法院处理管辖异议的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 如于某非法经营案、⑨ 周志强、 赵万举诈

骗案。�I0

２. 审理法院直接驳回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管辖异议。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管辖异议，
审理法院有时会直接予以驳回， 这类情形占管辖异议案件的近五分之二。 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１） 法院驳回管辖异议时附带详细的说理分析， 如王莉平、 杨清明等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案，�I1 叶

锦松、 蔡晓霞诈骗案；�I2 （２） 法院驳回管辖异议时不附带说理分析， 以 “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 等

表述简单应对， 如李玲、 李萍寻衅滋事案，�I3 苏永宁、 侯翠娥开设赌场案，�I4 桂林金某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 刘存格等骗取贷款、 票据承兑、 金融票证罪、 诈骗罪、 违法发放贷款案；�I5 （３） 以 《刑
事诉讼法》 中没有赋予被告人的管辖异议权为由直接予以驳回， 如李洪波、 卢元元、 李洪云等走私

普通货物、 物品案，�I6 刘杰合同诈骗案。�I7

从以上法院直接驳回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管辖异议的三种应对方式， 可以看出， 一些法院对辩

护方的管辖异议未予重视。 因为 《刑事诉讼法》 第 ２５ 条中确立了以犯罪地为主、 被告人居住地为

辅的地域管辖原则，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第 １６ 条中对 “犯罪地” 与 “居住地” 所作的

解释， 涵盖了所有与犯罪有关联的地域。 在上述所有管辖异议被驳回的案件中， 法院均能轻易找到

享有管辖权的理由， 而法院却没有进行任何说理甚至直接以立法上没有赋予辩护方的管辖异议权为

由予以应对。
３. 审理法院裁定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管辖异议理由成立。 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管辖异议最

终被法院采纳的较少， 在检索的所有案例中， 认为异议成立的裁定书一共只有 ６ 起。 具体分为三种

情形： （１） 撤销原审裁定书， 原审裁定书驳回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管辖异议系适用法律错

误。 如原审被告人唐某 １、 汪某、 唐某敲诈勒索案，�I8 单某故意杀人再审案；�I9 （２） 一审法院裁定被

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管辖异议成立， 同时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 如张某挪用资金案；�20 （３） 自诉

案件中， 往往只要被告人提出管辖异议， 法院均裁定认为成立， 同时准许自诉人撤回自诉。 如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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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甘肃省岷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甘 １１２６ 刑初 １８４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该案层层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 最终由最高人民法
院指定由岷县人民法院管辖。

参见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２０１９） 川 １６０２ 刑初 ２８７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该案是由广安区人民法院上报至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 中级人民法院上报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由广安区人民法院审理。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新 ２２ 刑终 ８４ 号二审刑事裁定书。
参见甘肃省礼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礼刑初字第 ３９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临刑初字第 ７１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粤 ０１１１ 刑初 １０７７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湘 ０４２３ 刑初 ２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浙 ０４ 刑终 １４６ 号二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津 ０２ 刑终 １７３ 号二审刑事裁定书。
参见山东省齐河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鲁 １４２５ 刑初 ２１１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桂 ０３ 刑终 ３９１ 号二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浙 ０３ 刑初 １２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赣 ０１ 刑终 ５０８ 号二审刑事裁定书。
参见湖南省安仁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湘 ０１２８ 刑再 １ 号再审刑事裁定书。
参见河南省西华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豫 １６２２ 刑再 １ 号再审刑事裁定书。
参见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辽 １３８１ 刑初 ６５ 号刑事裁定书。



云等侮辱、 诽谤案，�21 雷某侵占案。�22

综上所述，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的管辖异议， 从裁判文书中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其一， 虽然 《刑事诉讼法》 没有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管辖异议权， 但是实践中辩护方提出管

辖异议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如有些学者所言就是： “长期以来，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异议权

是一种 ‘事实上’ 的权利。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规范从未明确被追诉人享有该种权

利， 但是， 审判实践中被告人提出管辖异议又非常普遍”；�23 其二， 辩护方的管辖异议权更多体现为

一种虚置性权利， 法院因异议而改变管辖的现象较为少见。 即 “管辖错误， 实践中少有纠正的情

形， 但也有一些法院勇于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依法改变管辖。”�24 显然， 立法

以及司法解释中没有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管辖异议权， 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 “互涉” 案件中被调查对象管辖异议的实证现状

《监察法》 以及 《监察法实施条例》 中明确规定了监察机关直接立案调查的公职人员涉嫌的

１１２ 种职务犯罪。 对于监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的管辖异议， 主要集中在 “互涉” 案件中： 被监察

调查对象既涉嫌职务犯罪， 又涉嫌其他普通犯罪的。 对于 “互涉” 案件， 《监察法》 以及 《监察法

实施条例》 中采取了有别于刑事诉讼中 “关联” 案件 “以主罪为主、 次罪为辅” 的管辖原则， 明

确规定 “一般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 其他机关予以协助。” 当然， 与监察调查有关的个别非

“互涉” 案件中也存在管辖异议问题。 以 “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为关键

词 （只能部分反映实践中 “互涉” 案件管辖异议的现状， 因为每份裁判文书中对该法条的文字表述

不一致）， 共检索到案件 １０ 起， 其中 ８ 起案件中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了管辖异议。 下文中， 笔

者对于上述 ８ 起案件进行分类化描述， 以透视 “互涉” 案件中的管辖异议以及存在的问题。
１. “互涉” 案件 “一般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 其他机关予以协助” 的管辖原则， 容易导

致监察机关管辖了本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 如吴金林受贿、 行贿以及故意伤害案，�25 徐建

财串通投标、 行贿和诈骗案，�26 范勇的受贿罪和妨害作证罪，�27 杨伟平受贿和妨害作证案，�28 杨小平

受贿和妨害作证案，�29 李诗涛受贿罪、 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30 上述数起案件中的职务犯

罪被告人均实施了一个或者数个本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普通犯罪， 但这些普通犯罪均是由监察

机关进行调查的。 对此， 虽然所有这些案件中的被告人均提出了管辖异议， 但法院均予以驳回。
２.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了本应由监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案件。 如艾勇触犯了国有公司人员失职

罪和信用卡诈骗罪， 该案所涉嫌的两个罪名均是由吉林省松原市公安局松江分局进行侦查。 按照

《监察法》 以及 《监察法实施条例》 规定， 该案被告人艾勇涉嫌的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本应由监察

机关立案调查。�31 极端情况下， 一些公职人员仅仅只涉嫌单一职务犯罪， 监察机关考虑到留置被监

察调查对象尚不具备条件等诸多原因， 会直接将案件交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如崔奋强仅仅触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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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甘肃省花池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甘 １０２３ 刑初 ９７ 号刑事裁定书。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 鄂 ０１０２ 刑初 ９８２ 号刑事裁定书。
张曙： 《刑事诉讼管辖制度研究》，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３８９ 页。
徐昕、 肖之娥： 《庭前会议指引》，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７３ 页。
参见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鄂 ０９２１ 刑初 ７０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浙 ０１ 刑终 ３３５ 号二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 川 １０２４ 刑初 １８５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粤 １８ 刑终 １３９ 号刑事二审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粤 １８ 刑终 ２１９ 号刑事二审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苏 ０３２１ 刑初 ５８６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参见吉林省宁江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 吉 ０７０２ 刑初 ５８ 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单一的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 该案却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 被告人虽然在审判阶段提出了本案

只能由监察机关立案调查， 但是法院却不认可这一明显合法合理的管辖异议。�32

总体而言， 对于 “互涉” 案件中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的管辖异议， 上述裁判文书均予以驳

回， 其理由是， 根据 《监察法》 第 ３４ 条第 ２ 款规定： “被调查人既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

罪， 又涉嫌其他违法犯罪的， 一般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 其他机关予以协助。” 该款规定是驳

回管辖异议的兜底理由和唯一应对方式。

二、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中管辖异议制度缺失的弊端

鉴于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没有赋予被监察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
因此， 导致了审判实践中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管辖异议基本上处于一种虚置状态， 这种虚置状态

也就意味着难以通过审判程序纠正一些管辖不规范问题。 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中管辖异议制度的缺

失既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 侵犯了被调查对象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诸多权利， 也会导致

社会民众难以接受裁判结果等诸多弊端。
（一） 造成法律体系不协调， 虚置 《庭前会议规程》 中的管辖异议条款

首先， 容易造成法律体系内在的不相协调。 完备的法律体系要求国家法律规范内部之间是齐整

划一、 逻辑自洽的， 上、 下位阶规范之间的内容必须是协调一致的。 无论是 《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

释》 还是 《庭前会议规程》， 其法律效力位阶均低于 《刑事诉讼法》 与 《监察法》， 《刑事诉讼法》
《监察法》 中没有赋予被调查对象以及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管辖异议权， 但是 《最高院适用刑诉

法解释》 以及 《庭前会议规程》 中却明确规定庭前会议的首要功能之一就是审查是否存在管辖异

议。 因此， 《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 以及 《庭前会议规程》 是突破了 《刑事诉讼法》 与 《监察

法》 这两大上位法的规定的： 即立法上没有赋予被监察对象以及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等当事人管辖

异议权， 实质上是我国法律体系之间内部不相协调的体现。
其次， 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没有赋予被监察对象以及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等当事人的管辖异议

权， 势必会降低 《庭前会议规程》 和 《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 中关于庭前会议审查管辖异议条

款的强制性与执行力， 这是导致实践中辩护方的管辖异议被虚置的主要原因。 对此， 从上文对裁判

文书的类型化分析即可予以印证。 因为实践中法院对于辩护方的管辖异议绝大多数情况下未予采

纳， 通常要么是虽说理但予以驳回、 要么是根本不予以回应、 要么是直接以 《刑事诉讼法》 中没有

规定管辖异议制度为由直接驳回， 而采纳辩方意见的情形极为罕见。
另外， 也有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归纳出了法院处理管辖异议的三种裁判模式： “口头决定” “判决

理由” 和 “中间裁定”。 从作者选取的这三种裁判模式的代表性案例来看， 法院均没有采纳辩护方

的管辖异议。 尤其是在 “口头决定” 模式中， 其随意性更强， 弊端也更加明显： 其一， 适用 “决
定” 而且是毫无任何文字记录的 “口头决定”， 作为回应管辖异议的处理方式， 意味着裁判结论不

会对法院产生任何约束力， 其裁判内容也不具有确定性； 其二， 口头决定使当事人无法获得任何书

面的裁判依据， 不能成为上诉或者复议审查的对象。 即使采用书面决定的方式， 由于决定这种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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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湖南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湘 ０２ 刑终 ７５ 号刑事二审裁定书。



　 　 　 　 　方式可以被任意撤销或变更， 理论上也不会被赋予救济途径。�33

总之， 鉴于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没有赋予被监察对象、 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等当事人管辖异议

权， 也没有规定法院处理管辖异议的具体应对方式， 这样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诸多乱象： 辩护方

的管辖异议权基本被虚置， 法院在具体的应对方式上也差别极大， 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 辩护方在

权利被漠视的前提下无法获得正当的救济途径。
（二） 违反了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

无论是对公职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监察调查还是对普通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追诉， 均必须坚守

正当程序理念， 而正当程序的第一要义是要遵循程序法定原则。 有学者认为程序法定原则是现代刑

事诉讼法的基石， 其地位如同 “罪刑法定” 原则之于刑法典。�34 按照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 无论是

监察调查还是刑事追诉， 均以享有法定管辖权为前提。 因为程序法定原则以制约国家追诉权为要

义， 要求以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设置刑事追诉中涉及公民重大法益的程序事项， 实现立法对国

家追诉的有效规制。�35 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不确立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中的管辖异议制度， 显然更

是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 从上文检索的案例中即可看出， 实践中管辖不规范还是较为常见的

现象。 鉴于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却没有赋予被监察对象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管辖异议权， 从而

使得绝大多数因违反程序法定原则而导致的管辖不规范难以得到纠正， 因此， 目前立法以及司法解

释中没有确立管辖异议制度， 本质上是违反了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
（三） 侵犯了被调查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正当程序权利

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没有赋予被监察对象、 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管辖异议权， 必将使控辩

天平进一步向强势的追诉方倾斜， 从而导致被追诉方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监察机关和公安司法机

关违背管辖的立法规定追诉被调查对象、 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 且又不赋予后者的管辖异议权，
显然侵犯了其不受非正当程序追诉权等诸多权利。 仅以 “互涉” 案件中的管辖不规范为例予以

说明。
首先， 容易导致不具备刑事立案条件的公职人员被不当追诉。 《监察法》 中对于留置涉嫌职务

犯罪的公职人员规定了严格条件， 对于既涉嫌职务犯罪又可能构成其他犯罪的， 但是却不具备留置

调查和刑事立案条件的公职人员， 监察机关会移送公安机关。 基于监察机关的特殊地位， 公安机关

通常会作为刑事案件予以立案。 个别情况下， 有些公职人员仅涉嫌单一的职务犯罪， 在尚不具备留

置调查条件的前提下， 监察机关直接将案件交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上文中提及的崔奋强案件即是

例证。
其次， 可能导致对被监察对象的不当羁押。 一方面， 对不具备留置条件的公职人员， 将普通犯

罪甚至是单一的职务犯罪交由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公安机关往往会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和申请逮

捕， 这样必然导致对被调查对象不当羁押； 另一方面， 对于不具备延长留置时间的被调查对象交由

公安机关侦查其普通犯罪， 实质上变相延长了被调查对象的羁押期限。 对于不能延长留置时间的被

调查对象， 交由公安机关侦查其普通刑事犯罪， 公安机关往往会对其刑事拘留或者申请逮捕， 这种

做法实质上不当延长了被调查对象的羁押期限。
再次， 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一方面， 若监察机关立案调查了普通犯罪，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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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桂梦美： “刑事诉讼管辖异议之诉的模式选择”， 《政法论坛》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７７ ８６ 页。
参见万毅、 林喜芬： “现代刑事诉讼法的’ 帝王原则’： 程序法定原则重述”， 《当代法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７ 页。
参见宋英辉： 《刑事诉讼原理》 （第三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７０ 页。



调查对象在留置阶段不享有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 此时无疑就剥夺了普通犯罪中被调查对象所

享有的律师帮助权； 另一方面， 如果监察机关将职务犯罪交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公安机关往往以

涉嫌职务犯罪为由变相剥夺部分犯罪嫌疑人应获得的律师帮助权。 虽然按照 《刑事诉讼法》 规定，
既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犯罪嫌疑人享有包括会见律师在内的各项权利是其应有之义， 但是实践中

公安机关通常还是会以本案涉嫌职务犯罪， 变相剥夺犯罪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权利。
当然， 对于普通的刑事犯罪， 管辖不规范也同样会侵犯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诸多诉讼权利。

因为公安司法机关之所以宁愿违规也要进行刑事立案、 侦查、 起诉和审判， 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有

利于公权力的行使， 甚至是为了部门利益而争揽案件。 这样势必会侵犯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诸多

诉讼权利， 导致整个办案程序流于形式。 因此， 无论是职务犯罪还是普通刑事犯罪， 针对监察机关

以及公安司法机关的管辖不规范现象， 如果不赋予被监察对象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管辖异议

权， 必将进一步恶化其境地， 从而侵犯被追诉方的诸多诉讼权利。

（四） 无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实践中存在的管辖不规范问题， 显然是违背了程序运行中的公平正义。 被监察对象和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等当事人以及普通社会民众， 对监察调查和刑事诉讼的感受主要是程序运行过程中的公

平正义。 对于一些管辖不规范问题， 被监察调查对象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等当事人往往在立案之

初即已经意识到受理案件的机关并不享有管辖权， 但是鉴于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又没有赋予其提出

管辖异议的权利， 且实践中被追诉方通过庭前会议提出管辖异议时获得救济的机会极为少见。 这样

势必滋生两大弊端：
第一， 被调查对象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不会服判息讼。 无论是监察调查还是刑事诉讼， 其主

要功能之一就在于通过正当程序尽快解决争议， 以达到案结事了的效果。 对于管辖不规范的案件，
被监察对象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又难以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救济， 这样一来他们必然会认为因程

序违法导致了实体裁判不公， 也就难以服判息讼， 通常会反复申诉、 上访， 这样既浪费了大量的监

察和刑事司法资源， 也给涉案人员造成诉累。 有些改判的系列冤假错案往往与公安司法机关违规管

辖有关， 因为这些案件大多是民行刑交叉， 公安司法机关本不应通过刑事手段插手这类纠纷， 同时

被错误入罪的民营企业家也是反复申诉。 如张文中案、 顾雏军案、 赵明利案。�36 顾雏军一案被最高

人民法院遴选为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的十大经典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指出， 该案

的积极意义体现在： “同时司法机关办理类似案件要坚持谦抑原则， 要慎重启动程序， 慎重采取强

制措施， 在罪与非罪的把握边界上要更加严格， 严格贯彻罪刑法定、 疑罪从无、 非法证据排除这些

基本的原则， 树立了典范。”�37

第二， 人民群众难以对监察和刑事诉讼程序产生认同感和接受感， 无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统一。 “以人民为中心” 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核心要义， “如果人民群众通过司法

程序不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 司法就没有公信力， 人民群众也不会相信司法。”�38 而对广大人民群

众而言， “在很多情况下， 程序公正的感觉比合理的结果更重要。”�39 因此， 无论是监察还是刑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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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泽涛： “构建认定行政违法前置的行政犯追诉启动模式”， 《中国法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２４ １４０ 页。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十大经典案例之三： 顾雏军续保注册资本、 违规披露、 不披露

重要信息、 挪用资金案》， 案例来源： 北大法宝案例库。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载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学

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９４ 页。
［美］ 斯蒂芬·布雷耶： 《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 何帆译，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５８ 页。



法程序， 如果受案机关并不享有管辖权， 且被追诉对象也无法通过管辖异议获得救济， 对于这种严

重违反正当程序的公权力行为， 人民群众也就无法对其产生认同感和接受感。 尤其是在当今自媒体

时代， 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还有可能形成负面舆情， 从而导致对监察与刑事司法程序的信任危机，
这样也就更无从谈起政治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五） 与当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通例相违背

赋予被追诉对象通过管辖异议权以对抗国家控诉权和审判权的不当行使， 是当今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立法通例。 如 《日本刑事诉讼法》 第 １９ 条规定： “ （１） 法院认为适当时， 依据检察官或被告

人的请求， 或者依职权， 可用裁定将其管辖的案件移送相同级别的其他法院管辖。”�40 对此， 日本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 ８ 条又进一步明确规定： “ （１） 已提出刑诉法第 １９ 条规定的移送请求

时， 应当在听取对方当事人或其辩护人的意见后做出裁定。 （２） 依职权作出刑诉法第 １９ 条规定的

移送裁定时， 应当听取检察官和被告人或辩护人的意见。”�41 在加拿大， 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可以以

“‘避免被告人遭到陪审团的偏见待遇’ 为由申请进行审判地的变更， 这也是公平审判的一大保

障。”�42 《法国刑事诉讼典》 中明确规定： “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 各方当事人就可以向预审法院提

起申请， 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经法官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后， 同时也有相关证据证明， 那么就需要

对案件进行管辖改变。”�43 在英国， 如果经治安法院初审的案件中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问题， 那

么， 不论是被告人还是控方律师都可以以 “判案要点陈述” 的方式向高等法院王座法庭提出上诉。
这种上诉所针对的是治安法院在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的错误， 以及法院在诉讼管辖方面超越职权的行

为。 受理这类上诉的高等法院王座法庭经过审判， 会纠正下级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发生的错误， 但不

对案件的事实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复审。�44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刑事诉讼程序法》 规定， 如果

上诉法院推定在审讯过程中有严重违法问题， 即错误行使管辖权的情形， 就必然准许上诉。 如果根

据公诉书作出有罪判决的法院无司法管辖权， 因而定罪是无效的， 则上诉法院可以将之推翻。�45

总体而言， 当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中， 均赋予了被追诉人的管辖异议权， 并设置了

相关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的立法经验， 从这个

意义上讲， 在 《刑事诉讼法》 《监察法》 以及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被监察对象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的管辖异议权，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特征的体现。 同时， 从我国法律体系的内在协

调性来看， 也有必要在立法中赋予被监察对象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管辖异议权。 因为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２０２１ 年） 第 ３０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２０００） ８ 号］ 第 １０ 条中均赋予了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 民事诉讼解

决的是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行政诉讼解决的是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 而监察调查和刑

事诉讼解决的则是被监察调查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实体结果可能会剥夺被

追诉人的财产、 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 因此， 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相比， 监察调查和刑事诉讼程

序中更应该赋予被监察调查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管辖异议权。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监察调

查与刑事诉讼程序中管辖异议制度的缺失， 实质上是我国法律体系内在逻辑不相协调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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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善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中管辖异议及其配套机制的构想

鉴于实践中监察与公安司法机关存在诸多管辖不规范问题， 而立法与司法解释中却没有赋予被

追诉对象的管辖异议权， 由此导致了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庭前会议审查管辖异议条款被虚置等诸多弊

端。 因此， 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应该赋予被追诉对象的管辖异议权， 并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 从制度

上切实有效地保障被监察对象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等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
（一） 从制度上赋予被监察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

从上文可以看出， 实践中之所以被监察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并

未受到监察和公安司法机关的重视， 主要原因之一是 《刑事诉讼法》 《监察法》 中均没有赋予被追

诉人的管辖异议权， 且司法解释中也基本上是沿袭了 《刑事诉讼法》 《监察法》 的规定。 鉴于管辖

异议的本质是指出监察和公安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时存在的管辖不规范问题， 这样一来， 监察和公安

司法机关对于管辖异议往往是持抵触情绪， 实践中有些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以 《刑事诉讼法》 以及

《监察法》 中没有规定管辖异议制度为由直接予以驳回即是明证。 可以说， 若立法不明确赋予被监

察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 实践中大量被追诉人提出的管辖异议必然是

徒具程序意义。 因此， 笔者认为， 《刑事诉讼法》 《监察法》 应该明确规定： 被监察对象、 犯罪嫌

疑人和被告人等当事人认为受理案件的机关存在管辖不规范问题， 依法享有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
另外， 从我国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 相比于 《刑事诉讼法》 这一上位法， 最高法、 最高

检以及公安部颁布的司法解释对本系统发挥着更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因此， 无论是从保持不同层级

的法律法规之间的齐整划一， 还是从防止实践中监察与公安司法机关变相剥夺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

这个角度， 《监察法实施条例》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最高院适

用刑诉法解释》 均应该与 《刑事诉讼法》 《监察法》 保持一致， 明确赋予被监察对象、 犯罪嫌疑人

和被告人等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 并进一步细化监察和公安司法机关审查管辖异议的操作规程。
（二） 应该明确规定提出管辖异议的主体、 期间以及方式

１. 提出管辖异议的主体。 提出管辖异议的主体应该包括： 被监察对象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被害人、 自诉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被监察对象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是可能被

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无论是从程序公正还是实体公正的角度来看， 均应该享有提出管辖异议的权

利。 自诉人、 被害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均有直接的利害关

系， 因此， 也应该纳入可提出管辖异议的主体范围。
另外， 不同机关以及同一机关在案件移送过程中， 接受移送的监察与公安司法机关也可以提出

管辖异议。 如若监察机关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 由于监察机关是以行政级别来确

定管辖级别， 一些 “小官巨贪” 的案件中， 被监察对象是由县、 区一级的监察机关留置调查， 但由

于涉案金额巨大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只能由市级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 这样接

受移送的基层检察院就可以提出管辖异议； 几个公安司法机关均享有管辖权的案件， 若最初受理的

机关移送到主要犯罪地公安司法机关管辖的， 接受移送的机关可以提出管辖异议。 之所以作出上述

规定是基于两大原因： 其一， 与 《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 以及 《庭前会议规程》 保持一致。 上

述两项司法解释中均规定了庭审会议的第一大职能就是审查控辩双方是否有管辖异议， 现代意义的

刑事诉讼对于控方范围的理解， 通常也包括了刑事调查、 侦查和公诉机关； 其二， 吸收了当今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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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国家的立法经验。 如日本、 德国、 法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中， 均明确赋予了被告人

和检察官的管辖异议申请权。�46

２. 提出管辖异议的期间。 目前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提出管辖异议的期间， 实践中被追

诉对象主要是在审判阶段提出管辖异议。 事实上， 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追诉程序中， 侦查 （监
察调查的功能类似于侦查） 均是决定被告人能否被定罪的最重要阶段， 即 “警察局的阶段是关键性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的， 因为许多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重要决定都是在此阶段作出的。”�47 虽然十八届四中全

会确立了 “以审判为中心” 的诉讼制度改革， 但是无疑侦查阶段在最终能否对被追诉人定罪量刑方

面依然起最为关键的作用， 因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均是在侦查阶段收集的。 因此， 如果侦查或者

监察调查阶段存在管辖错误， 从程序和实体上均会对案件的公正处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

一些呈现高发态势的涉众型财产犯罪， 如非法吸收存款罪、 集资诈骗罪， 仅仅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北京市检察机关共依法审查起诉这两类案件 １４１ 件 ５０６ 人， 涉案金额总计折合人民币

１５９. ５４ 亿元， 涉及投资人 ７３６９３ 余人。�48 这两类案件往往涉案金额较大、 跨多个区域、 受害人众多，
基于部门利益， 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往往争揽此类案件。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安部等联合或单独制定了 《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 （２０１８ 年）、 《关于办理非

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２０１９ 年） 等司法解释， 以防止这两类案件中所可能出现的侦查

管辖不规范问题， 但 《刑事诉讼法》 中却没有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管辖作出规定， 司法解释中对公安

机关的立案管辖是以审判管辖为对标： 以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为主、 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管辖为辅。
而 “整个诉讼过程中， 公检法三个部门是相互关联的三个环节， 是一个 ‘一条龙’ 式的流水线———
同一地区公安机关立案， 同一地区的检察机关起诉， 同一地区的法院审判。”�49 很显然， 这种以法院

审判管辖逆推立案、 侦查、 起诉的管辖不符合刑事诉讼的进程与规律。�50 具体到公安机关而言， 一

旦侦查管辖不规范势必会产生两大弊端： 其一， 导致后续的起诉与审判管辖不规范。 这种公检法三

家 “一条龙” 式的流水作业方式， “由于立法依据不足， 而且程序环节在先， 侦查机关在管辖上先

行确定， 难免有时会被司法机关认定是 ‘越俎代庖’。 因此， 侦查管辖虽然可以自行运行， 但与司

法对接可能发生错误。”�51 其二， 导致侦查中的不规范取证现象难以避免， 瑕疵和非法证据无法补救

或者排除。 之所以存在侦查管辖不规范， 很多情况下与公安机关的部门利益有关， 甚至个别公安人

员基于利益寻租的需要通过刑事手段插手民商事纠纷， 这样必然会导致侦查中的取证不规范现象难

以避免。 同时， 这种 “违反职能管辖侦办案件， 导致案件的侦查管辖出现错误， 这些错误在侦查阶

段没有解决， 将一直延续到审查起诉乃至审判阶段。 侦查管辖违法， 导致案件的启动违法， 更重要

的是， 获取的所有证据的合法性亦将受到质疑， 辩护人可以提出这些证据没有立法依据。”�52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管辖异议的提出期间应该始于监察调查和刑事立案侦查阶段， 止于法院

的庭前会议结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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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方式。 可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１） 当事人一方提出管辖异议时应该采取书面形式， 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之所以对当事人

一方提出管辖异议作出上述要求， 其理由是： 首先， 当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要求提出管辖

异议时应该采取书面形式。 如在法国， 当事人向预审法官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时， 需要使用书面形

式并且附加理由�53。 《日本刑事诉讼法》 规定， 必须通过记载理由的请求书才能提出管辖权异议。�54

从这个角度而言， 要求当事人只能通过书面方式提出管辖异议也是借鉴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

法； 其次， 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有利于受理管辖异议的部门作出针对性的裁决。 《刑事诉讼法》
《监察法》 以及司法解释中， 对于管辖的规定赋予了监察机关和公安司法机关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监察法》 第 ３４ 条第 ２ 款成为监察管辖不规范的兜底条款； 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赋予了几乎任何与

犯罪行为有关联的公安司法机关均有管辖权。 对于刑事追诉而言， “裁量性决定而非规则成为刑事

程序的起步阶段的特色。”�55 而 “或许我们法律制度中百分之九十的非正义来自裁量， 只有百分之

十来自规则。”�56 为了防止当事人滥行管辖异议权， 同时也避免管辖异议理由宽泛所可能导致的受理

部门难以作出针对性裁决， 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应该明确规定： 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 应该提供

理由并承担举证责任。
另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鉴于享有法定的管辖权是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的前提和基础， 《刑

事诉讼法》 中又没有规定侦查管辖， 而侦查管辖错误势必会导致起诉和审判管辖错误， 因此， 法院

也必须主动依职权审查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对此， 《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 第 ２１９ 条中明确

规定合议庭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 首先应该确定本院享有管辖权， 否则必须退回人民检察

院。 这样一来， 既可以充分发挥法院的职权， 也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 从而最大限度地

避免管辖错误。
（２） 监察和公安司法机关提出管辖异议的， 对于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应该区别对待。 其一， 移

送管辖主要是针对两个以上同级公安司法机关均有管辖权的案件。 监察机关监察调查的对象是本辖

区的公职人员， 因此， 通常情况下不会出现两个以上的监察机关均对同一案件享有管辖权的问题。
如果按照 《刑事诉讼法》 第 ２６ 条、 《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 第 １９ 条、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第 ２１ 条以及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第 ２１ 条的规定： 两个以上的同级公安司法机关都有管

辖权的， 由最初受理的机关侦查、 起诉和审判。 必要时， 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公安司法机关处

理。 如果数家公安司法机关难以协商一致的， 争议的任何一方均可以向共同的上级公安司法机关提

出管辖异议， 并提供理由及其相关证据； 其二， 指定管辖中管辖异议的提出。 立法和司法解释中规

定了两种情形下的指定管辖： 管辖不明以及移送更为适宜的机关受理。 这两种情形中最初受理案件

的机关均可以提出管辖异议， 由上一级监察或者公安司法机关决定是否指定管辖。 同时， 接受移送

的监察和公安司法机关也可以提出管辖异议， 但是管辖异议期间必须按照立法的规定， 进行监察调

查、 侦查、 审查起诉与审判。 另外， 鉴于在目前的监察与刑事司法实践中， 上级机关的指定管辖较

为随意。 如仅以审判中的指定管辖为例， 有些学者在实证中发现上级法院的指定管辖理由往往不透

明， 容易遭到当事方的质疑。�57 因此， 上级监察或者公安司法机关在指定管辖时， 应该在决定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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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载明指定管辖的理由及其证据， 以强化指定管辖的说服力。 同时， 也可以为接受指定管辖的机

关或者当事人有针对性地提出管辖异议， 从而保证案件审理的程序公正。
（三） 审查管辖异议的机关与期限

１. 审查管辖异议的机关应该区分情况对待。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对于审查管辖异议的受理机

关， 通常仅限于法院， 但其做法有很大差异： 在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管辖异议直接由审案法院审

查； 日本和德国则是由上级法院审查； 在意大利， 若当事人对管辖权存在异议， 可以直接向最高法

院提出。�58 从目前我国的监察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 之所以监察对象或者被追诉人等对案件的管辖

权提出异议， 其主要原因往往是基于两个方面： 其一， 基于办理案件的便利， 合并处理与本案有关

联的案件； 其二， 出于部门利益甚至是权力寻租的需要， 将本无管辖权或者不宜受理的案件予以受

理。 在上述两种情形中， 若法院存在管辖不规范， 其源头往往是来自监察、 公安和检察机关的管辖

不规范。 显然， 对于监察、 公安和检察机关而言， 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显然难以说服其放弃管辖权。
因此， 笔者认为， 在监察调查、 侦查和起诉阶段， 提出管辖异议应该向受案单位的上一级机关提

出； 在审判阶段， 若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 首先应该向审理案件的法院提出， 由其在庭前会议中审

查决定是否同意， 若裁定驳回管辖异议的， 当事人可提起上诉。 需要指出的是， 对于上一级监察和

公安司法机关驳回管辖异议的申请， 之所以无须单独设立申请复核与上诉等救济程序， 主要是考虑

到审查机关已经是上一级监察、 公安和检察机关了。 同时， 按照 《刑事诉讼法》 第 ２３８ 条第 ５ 款和

第 ２５３ 条第 ４ 款规定， 管辖不规范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属于应该发回重审或者启动再审程序的法

定事由。 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针对是否存在侦查管辖不规范通过上诉与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

也为数不少。 如钟林甫合同诈骗案�59， 胡有章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60， 张强等抢劫、
合同诈骗、 非法经营案�61。 因此， 如果监察调查、 侦查以及审查起诉存在管辖不规范， 即使管辖异

议被驳回， 依然可以通过法院的上诉审或者再审程序予以救济。
２. 审查管辖异议的期间。 受理管辖异议的机关， 应该在五日以内作出异议是否成立的决定。 其

理由是： 其一， 管辖异议是重大的程序事项， 既涉及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 也与案件最终的实体处

理结果息息相关， 因此， 与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相比， 更需慎重对待。 而对于回避申请的决定，
根据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第 ３６ 条， 公安机关通常应该在申请后二日内作出决定并

通知申请人。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管辖异议的审查时间规定为五日相对较为适宜； 其二， 申请管辖

异议的理由及其格式相对固化， 五日的期限对于审查机关而言足可以对管辖异议的正确与否作出准

确判断。
（四） 管辖异议成立应承担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管辖不规范明显属于程序性违法行为， 对于管辖不规范的法律后果， 目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

法以及司法实践采取了相异的做法。 一种是管辖权不规范必然导致判决无效。 如在法国刑事司法实

践中， 所有管辖权规则均有公共秩序性质， 无管辖权将引起诉讼程序无效以及刑事法院所作判决无

效。�62 我国澳门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典第 １０６ 条也规定， 法院如果违反管辖权的有关规则， 其诉讼行

为构成不可补正之无效； 另外一种则是管辖不规范并不必然导致判决无效， 应视管辖不规范的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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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酌定。 如 《日本刑事诉讼法》 第 １３ 条、 １４ 条分别规定： “诉讼程序， 不因管辖错误而丧失效

力”， “法院即使没有管辖权， 在需要紧急处理的情况下， 为了发现事实也可以作出必要的处分”。�63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 第 ２０ 条、 我国台湾地区的 “刑事诉讼法” 第 １２ 条均有类似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大多学者认为， 管辖不规范不能一律导致判决无效， 应该从主观上是 “善

意” 还是 “恶意” 予以区分。 如龙宗智教授指出， 善意管辖， 侦查合法， 取证有效； 恶意管辖， 侦

查不合法， 取证无效；�64 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认为， 如果司法机关在不知道无管辖权的情形下所

开展的诉讼程序， 始属有效； 若司法机关知道其对案件无管辖权之后所为之处分， 如羁押、 搜索、
扣押、 调查证据等， 均不应认其为有效。�65 究其原因， 是因为 “对于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 应当依

据行为不完善或者瑕疵的严重程度， 而不应该按照等同划一的方式加以制裁， 更不应当都采取宣告

无效这种最为严厉的制裁方式。”�66

综上， 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来看， 并结合刑诉学界通说， 适当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

例， 笔者认为， 对于管辖不规范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应该按照性质的轻重区别对待： 其一， 明显违

反 《监察法》 《刑事诉讼法》 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管辖规定的， 从审查管辖异议成立之日起， 此前

的监察调查和侦查、 起诉、 审判中所进行的行为均属无效。 对于这类管辖不规范的案件， 监察或者

公安司法机关主观上均存在较大过错， 如 《监察法》 和 《监察法实施条例》 中明确规定的只能由

监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案件， 而公安机关却进行了立案侦查， 这类管辖不规范应该自始无效。 司

法实践中， 对于一些职能管辖不规范的案件， 法院也曾直接判决被告人无罪。 如某公司和刘某甲的

串通投标罪是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 而该罪按照职能管辖规定本应由公安机关侦查， 因此， 法院

直接判决两被告人无罪。�67 其二， 对于一些存在瑕疵且对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影响不大的管辖不规

范问题， 在确认前期的程序有效的前提下， 后续的程序应该按照法定的管辖规则推进。 如对于司法

工作人员实施的 １４ 种侵犯公民权利、 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 这类犯罪属于管辖竞合， 即监察机关

和检察机关均可以管辖。 《监察法实施条例》 特别强调这类犯罪只有 “必要时” 才由监察机关管

辖， 若属 “非必要” 情形， 监察机关进行了留置调查， 此种情形就属于管辖上存在瑕疵； 又如公安

机关在立案侦查一些跨区域非法集资案时， 因对 “主要犯罪地” 的理解不当导致了管辖不规范， 等

等。 这类管辖不规范， 办案机关以及办案人员主观过错较小， 对案件的实体处理不会产生太大的负

面影响， 因此， 应该确认前期程序的效力， 但应在后续的程序推进中将案件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机关

进行处理。

（五） 规范监察和公安司法机关的管辖裁量权

实践中之所以存在诸多管辖权不规范现象， 且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往往又难以为监察与公安司

法机关接受， 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 《监察法》 《刑事诉讼法》 以及司法解释中赋予了监察和公安

司法机关太大的管辖裁量权， 而 “没有细化标准和规则的刑事诉讼法规范， 在公安司法机关强势的

自由裁量权下将形同具文。”�68 基于此， 下文拟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监察与公安司法机关管辖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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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条款。
首先，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中应该明确规定 “其他机关予

以协助” 的法定事项， 防止其成为 “互涉” 案件管辖不规范的兜底理由。 《监察法》 第 ２４ 条、 第

２９ 条、 第 ３０ 条、 第 ３４ 条、 第 ４３ 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协助监察机关调查的法定内容主要是五项：
协助配合搜查、 协助发布通缉令、 协助限制被调查人出境、 向监察机关移送职务犯罪的案件线索、
协助配合采取留置措施。 但是上文已经指出， “其他机关予以协助” 已经成为实践中 “互涉” 案件

不规范管辖的兜底理由， 因此， 笔者认为，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应该与 《监察法》 保持一致， 明确本部门协助监察机关的事项限于协助配合调查、 协助发布通缉令

等五种法定情形。 立法上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 其本意是为了弥补监察机关在人手、 专业调查技能

方面所存在的不足， 从而借助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优势。 因此， 如果属于监察机关专责管辖的公

职犯罪， 或者本应由公安机关管辖的普通刑事犯罪， 不得以 “予以协助” 作为转移管辖权的理由。
只有这样才能妥善处理监警和监检关系， 防止越俎代庖现象， 从而 “恪守监警分工的制度安排， 警

察的归警察， 监察的归监察， 防止 ‘监警合体’ 造成权力过度集中。”�69

其次， 地域管辖原则调整为 “以主要犯罪地管辖为主， 一般犯罪地管辖为辅， 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居住地管辖为例外”。 一直以来， 《刑事诉讼法》 以及司法解释中， 对于地域管辖确立的均是以

犯罪地管辖为主，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 但是， 《刑事诉讼法》 以及司法解释中对

于犯罪地规定的范围却极为宽泛， 仅以 《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第 １６ 条为例予以说明： “犯
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 犯罪行为发生地， 包括犯罪行为的实施地以及预备

地、 开始地、 途径地、 结束地等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地点； 犯罪行为有连续、 持续或者继续状态的，
犯罪行为连续、 持续或者继续实施的地方都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 犯罪结果发生地， 包括犯罪对象

被侵害地、 犯罪所得的实际取得地、 藏匿地、 转移地、 使用地、 销售地。” 从该条规定即可看出，
几乎所有与犯罪行为有关联的地方皆为犯罪地， 任何一个地方的公安机关均有侦查管辖权。 《检察

院刑事诉讼规则》 《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 中也均有类似规定， 这样必然导致公安司法机关享有

几乎不受制约的管辖裁量权。 因此， 应该将地域管辖调整为 “以主要犯罪地管辖为主， 一般犯罪地

管辖为辅，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居住地为例外” 的管辖原则。 对于 “主要犯罪地” 应该明确限定为

两种情形： 犯罪行为主要侵害地和取证便利地。 确定公安司法机关地域管辖的目的在于有利于查明

案件事实， 惩罚犯罪， 保障被追诉人与被害人的权利， 方便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 因此， 将 “主要

犯罪地” 限定为犯罪行为的主要侵害地和取证便利地， 既与设置地域管辖的原则保持了一致， 也可

以防止公安司法机关过大的管辖裁量权。
综上， 如果将 《监察法》 第 ３４ 条第 ２ 款中的 “其他机关予以协助” 的法定事项在司法解释中

予以明确， 并确立 “以主要犯罪地管辖为主， 一般犯罪地管辖为辅，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居住地为

例外” 的地域管辖原则， 有利于完善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中的管辖异议制度： 一方面， 对于监察与

公安司法机关而言， 既限定了其过大的管辖裁量权， 也使得其在操作中有明确的规则可循； 另一方

面， 无论是被监察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还是其他当事人， 在提出管辖异议时更具针对性， 监

察和公安司法机关在审查其管辖异议时也就无法再以弹性过大的条款予以应付， 有利于保障当事人

的管辖异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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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总而言之， 实践中， 在监察调查和刑事诉讼中存在一些管辖错误问题。 虽然立法以及司法解释

中没有赋予被监察调查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 仅仅在 《庭前会议规

程》 以及 《最高院适用刑诉法解释》 中规定庭前会议应该审查是否存在管辖权异议， 但是无论是在

监察调查还是刑事诉讼中， 被监察对象和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现象均较为常见。 对此， 通常管辖

异议的审查机关会以 《监察法》 第 ３４ 条第 ２ 款或者 《刑事诉讼法》 第 ２５ 条确立的 “以犯罪地为

主、 被告人居住地为辅” 的管辖原则予以驳回。 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管辖异议制度的缺

失， 这一制度缺失既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 侵犯了被调查对象与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诸多

诉讼权利， 也会造成裁判结果难以为社会民众接受等诸多弊端。 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应该赋予被监

察对象、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 明确规定提出管辖异议的期间、 方式、 审查

机关以及管辖异议成立应承担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并进一步明确和限定 《监察法》 《刑事诉讼法》
以及司法解释中关于监察和公安司法机关管辖裁量权的规定。

【主要参考文献】
１. 陈卫东： “刑事诉讼管辖异议的解决———韩风忠、 邵桂兰贩卖毒品一案的思考”， 《法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２. 龙宗智： “刑事诉讼指定管辖制度之完善”，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３. 《日本刑事诉讼法律总览》， 张凌、 于秀峰编译， 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４. 桂梦美： “刑事诉讼管辖异议之诉的模式选择”， 《政法论坛》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５. 江国华、 张硕： “监察过程中的公安协助配合机制”，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６. 叶青、 王小光： “监察委员会案件管辖模式研究”， 《北方法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７. 张曙： 《刑事诉讼管辖制度研究》，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责任编辑： 魏晓娜）

—９２１—

构建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中的管辖异议制度



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ｓ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
“ｕｓｅｒ⁃ｕｓ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ｕｓｅｒ'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ｕｌｅ;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ｉ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 “ｏｒｄｅ⁃
ｒ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ｕｌｅ． Ｉｆ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ｔ ｉ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ｔｕｒｎｅ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ｏｕ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ｓｅｒ'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Ｖｉｃａｒｉｏｕ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ｓｔ

Ｃａｏ Ｘｉａｎｆｅｎｇ, Ｐｈ．Ｄ． ｉｎ Ｌａ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
ｈｅｒ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ｘｉｓ ＷＡＮＧ Ｑｉ·１００·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ｒｏｎｇｄｏｅｒｓ ａｎｄ ｕｒｇ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ｉｌｉｇｅｎｔｌ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ｏ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ｅｓ⁃
ｔｏｒｓ ｇｅ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ｂｕｔ ｉｔ ｍａｙ ｃａｕｓｅ “ｄｅｅｐ ｐｏｃ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ｉｔ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ｃａｕｓｅ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ｕｒｇｅ
ｔｈ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ａ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ｎｇ Ｑｉ, Ｐｈ．Ｄ． ｉｎ Ｌａｗ,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Ｌａ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Ｐ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ＺＨＡＮＧ Ｚｅｔａｏ·１１５·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ａ ｆｅｗ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ｅ⁃
ｆｅｎｄａｎｔｓ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Ｊｕｄ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ｔａｋｅ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ｖｉｏ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ｓ ｏｎ
ｍａｎ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４９１—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Ｔ



ｍａｎｙ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ｄｉ⁃
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ｏｒｎｅ ｂｙ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Ｌａｗ,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Ｚｅｔａｏ, Ｐｈ．Ｄ． ｉ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Ｑｉａｎｈａ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ｏｂｂｅｒｙ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Ｐｉｌｏ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Ｕ Ｙｕｈａｏ·１３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ｌａｗｙｅｒｓ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ｄｅ⁃

ｆｅｎｓｅ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ｈａ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ｈａ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 ｒｏｂｂｅｒｙ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ｍｏｓｔ ａｒｅ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ｄｏｅ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ｉｎ ｐｒｅｔｒｉａｌ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ｐｉｌｏｔ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ｌａｗｙｅｒｓ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ｅａｋ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ｕｓｔｅｄ ｌａｗｙ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ｄｅ⁃
ｆｅｎｓｅ ｌａｗｙｅｒ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ｗ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 ｈａｖｅ ｈｉｎ⁃
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ｌｏａｄ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ｓｕｒｇ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ｕ Ｙｕｈａｏ, Ｐｈ．Ｄ． ｉｎ Ｌａｗ, Ｐｈ．Ｄ．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ｇ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ｖａｄ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ｒ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 Ｗｅｉ·１４６·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Ｈｏｗ ｔｏ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ｓ ａ ｋｅｙ ｌｉｎｋ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ｒｉｍｉ⁃
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ｅｖａｄ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ｒ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ｒｕ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ｒ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ｃａ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ｉｔ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ｕｒｇｅ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ｃｒｉｍ⁃
ｉ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ｎ ｅ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ｙｐｅｓ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ｄ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ｒｉａｌ”
ａｓ ａ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ｍａｋ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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